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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无伦理”，“没精神”！它们的存在使当今以“道德”

为轴心的“道德建设”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回溯中国道德文明史，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的大智慧是

“以‘伦’济‘道’”，伦理优先。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应当是“伦理精神”形态，而不是“实践

理性”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与“精神”的圆融，它以实体性、终极性的“伦”为前提，以“精

神”为达致“伦”的条件，其精髓是：“从实体出发”；“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是非宗教的中国文

化生态中道德发展的哲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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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一追问

的意义已经不再凝滞于学术域的“中国问题意识”。

现代化驱动与全球化飓风双重裹胁催生道德哲学理

论的“西方依赖”，长期“依赖”而“中国问题依旧”之

后，“中国问题意识”便由本土情结转向一种具有哲

学意义的质疑———“西方药”能否治“中国病”？

由于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西方道德哲学开始

了由宏大理论研究向具体问题关切的重大转向①，

于是问题便更严峻也更尖锐地演绎为———是否西方

人生病，中国人跟着吃药？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才起飞！“中国问

题”背负的是“中国经验”，蕴涵着现实与历史。道德

哲学的猫头鹰只有在亲历和鸟瞰了一天的生活进入

沉思的黄昏之后，才能享受翱翔天空的自由。现代

中国道德哲学，期待两个革命性的进程：透过深入的

调查研究，切实把握“中国问题”；透过尖端性理论研

究，建构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

一、何种“中国问题”？
“无伦理”，“没精神”！

　　从纷繁的感性经验中甄别和揭示道德发展的

“中国问题”，无疑是一件难以完成的学术任务，因为

它既需要基于可靠调查的事实呈现，更需要思与辨

的哲学沉思。一般道德问题之成为“中国问题”应当



沿着这个思路，当代中国道德发展到底遭遇何

种“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无伦理”，“没精神”！

温和地表达：伦理缺场，精神退隐。

当今中国道德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基本问题是什

么？相关调查数据似乎向我们的日常经验提出挑

战。例如，“





一”，其价值逻辑是“从实体出发”，运用于伦理，便是

从普遍性的“伦”出发，达到个体性的人与实体性的

“伦”的统一，而不是基于个体利益的“集合并列”；二

是思维与意志、知与行的统一，如果停留于道德的

“知”或知识，



会，断言伦理濒临死亡也许过于武断，或者会影响人

们对于生活和未来的信心，但伦理确实已经成为十

分稀有的“文化熊猫”，至少相对于“道德”是如此，道

德上满意，伦理上不满意的伦理—道德悖论，已经折

射出伦理之于现代文明状况，它不仅是一种心理感

受和事实判断，而且应当视为一种文明诊断和价值

愿景。因此，“拯救伦理”应当是一个来自文明深处

的深切呼唤。

基于“中国问题”思考伦理以及如何达到伦理的

问题，应当回首中西方道德文明的经验和智慧，尤其

是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何种“中国经验”？何种

“中国智慧”？简单地说，就是“‘人之有道’—‘教以

人伦’”的道德哲学。

伦理与道德共生，是中西方文明的共同历史；然

而，共生之后，



患是“类于禽兽”，即所谓“忧道”，这是忧患意识的发

源和根本。如何解决这一课题？中国文化的历史智

慧是“



《尼可马可伦理学》中，“伦理的德性”更多是基于风

俗习惯的自然伦常，而理智的德性则是经过反思的

合于“理念”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虽然突显伦理的理

念，但对理智德性的偏好和强调，不仅与柏拉图的理

念主义一脉相承，而且也为古希腊之后开始、完成于

康德的由伦理强势向道德强势的转变，由伦理学向

道德哲学形变埋下伏笔。所以，虽然黑格尔进行了

伦理与道德的辩证综合，并建构了融伦理与道德于

一体、伦理—道德辩证运动的精神哲学体系和法哲

学体系，但由于西方哲学对黑格尔的狭隘而过度的

冷落，也由于对意志自由和普遍法则的抽象追求，对

道德自由的热衷，其始终是西方现代道德哲学和道

德生活的主流和主题，而伦理则在受冷落的同时逐

渐失落，由此形成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深刻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德优先”是“西方经验”，道

德自由与伦理认同的矛盾是“西方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强势推进，使“中国经验”与“西方

经验”、“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交汇和交织于“当

代中国”这个特定时空中，形成一种看不见但却现实

存在的文化世界。现代化的时代课题，五四运动所

开辟的批判性的现代传统，容易诱导人们过于青睐

“西方经验”，并试图以此解释与解决“中国问题”，对

“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采取过于激烈的否定态

度。伦理—道德悖论，以公正论与德性论为聚焦点

的伦理—道德的二元对峙，已经将道德哲学和现代

道德文明推进到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严峻时刻。学

会选择，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

智慧。不过，在历史选择之前，必须进行理论准备，

理论准备的核心课题之一，就是关于现代中国道德

哲学的理论形态的思考与探索。

三、何种理论形态？
“实践理性”还是“伦理精神”？

“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乃至“西方难题”，从否

定与肯定的不同侧面，都纠结于一点，这就是：伦理。

伦理之于现代文明的意义，中西方早已形成某些跨文

化共识。%#世纪初，陈独秀便深切感悟：“伦理的觉

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西方哲学家罗

素也睿智地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到达这

样一个时刻：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

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②伦理启蒙，是

现代文明早该完成但却远未完成，甚至还未真正意识

到的时代任务，这一任务是如此重要，以至它不仅关

涉道德发展，而且与人类文明的前途深切关联。对道

德哲学研究来说，迫切需要追究的问题是：应当以何

种理论形态引导现代社会的道德发展？具体地说，到

底是“实践理性”，还是“伦理精神”？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现当代道德发展的

主题似乎是道德压过伦理。在中国



德就是实践理性，在逻辑上犯了必要条件与充要条

件混淆的错误。第三，更重要的是，以“实践理性”诠

释和论证道德，是康德的贡献，



智权衡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如果说“伦理精神”具有

某种超越性和神圣性，那么，“实践理性”则具有世俗

性。但是，由于意志自由的多样性与主观性，实践理

性最终难以从个体主义、相对主义和原子主义中自

拔，不仅伦理，而且社会，终将受其威胁，因为它会瓦

解人的“伦理”和“社会”的能力。

与此相关联，“伦理精神”要求伦理与道德的同

一，建构“伦—理—道—德—得”的辩证价值生态。

因为，精神的本性不仅是单一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而

且是思维与意志、知与行的统一。“伦理精神”只是

强调普遍性的“伦”的意义，以及透过“精神”达到

“伦”的普遍性的能力，并不排斥道德的意义，相反，

它将道德作为伦理在个体中的落实和贯彻，是其现

实性的体现。在精神发展进程中，当“伦”转化为

“德”时，“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便由实体转化为

主体，从而获得主观现实性；当“德”与“得”辩证互

动，“德—得”相通时，这种统一便获得现实性。伦理

精神是伦理与道德的价值生态，它不像实践理性那

样，忽视甚至排斥伦理的概念，尤其是伦理之于道德

的具体历史情境的意义。简单地说，“伦理精神”必

定诉诸道德，而“实践理性”则排斥伦理的前提，至

少，在历史传统如它的创立者康德哲学中如此。

“伦理精神”的概念和理念，之于中国道德哲学

和中国道德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伦理道德是一个

生态性的文明存在，其内部要素和与其他诸文化因

子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因而只有在文化生态中才

能解释和把握。“伦理精神”和“实践理性”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是道德哲学的中西方话语。这不仅因为

“理性”是一个哲学的舶来品，而“精神”是具有深厚

哲学根源的中国气质，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具有

特殊的哲学意蕴和文化功能。与西方相比，中国没

有强大的宗教，像西方没有中国式强大的伦理一样，

但从生态有机性和生态合理性的维度考察，如果它

们是必然和必要的文明因子，那么只能假设一定存

在某种具有相似功能的文化替代。宗教与伦理，在

文化功能方面存在某种哲学的相似与相通。中国没

有强大的宗教，但中国伦理具有某种准宗教的意义，

因而不需要强大的宗教；西方有强大的宗教，因而不

需要强大的伦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

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

理为基础，所谓“人伦本于天伦而立”，而家庭孝敬则

与祖先崇拜有关；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

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结构，宗教

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

是，“从实体出发”的“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

之处。实体，准确地说“伦”


